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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哲学基础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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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审视了现代营销学受科学主义牵引走向与实践脱节及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

下迈向理论碎片和意义迷失等多重困境的根源，即在原子论世界观的观照下社会科学的整体

危机。同时指出该危机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与合法性。本文回归中

国传统哲学所倡导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道术一体的层次理论观，其中道的

存在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理论有限普适性不再追求一般性理论的思潮，而术的存在为中

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吸纳理论沉淀和实践经验留足进路。本文认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

系应该摆脱科学主义在营销理论原点上统治地位，回归中国传统哲学基础，担当更大的历史责

任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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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归根结底需要把握理论构建的原点，即在理论的哲学基础

上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知识体系是指基于一定的逻辑基础、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具有

民族性或地域性的知识总和，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后得到的知识系列，其包含本体论基

础（对研究对象本质的基本认识）、认识论框架（获取知识的方式和途径）、方法论体系（研究和

分析的具体方法）、概念范畴（核心概念及其关系界定）以及理论框架（解释现象的系统性理论）

等构成要件（翟锦程，202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中，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关

键是把握哲学基础和理论原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韩庆祥和汤茂玥，2024；项久雨，2024），真正

做到“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冯仕政，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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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营销理论的发展以源于西方的现代营销学为学习典范完成了本土知识体系世界化。

随着现代营销理论与研究范式在国内愈发成熟，其置身中国情景下的“水土不服”现象引发了

学界理论本土化反思（张大伟和周彤，2023）。在过去四十余年里，相关研究在“世界的营销理

论”“中国营销理论”“营销的中国理论”等本土化方向（张闯等，2013）取得了若干成果，但我国

营销学界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仍然囿于现代营销理论知识体系本身，希冀基于现代营销

理论“局部性知识”与“有限普适性”中国元素拼接完成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不

对现代营销理论大厦奠基部分的哲学基础加以审视与辨别，并试图将其成果视为科学成果予

以接受。这显然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懒惰，尤其是科学主义在可复制性危机与后现代科学思潮

内外交困的背景下，现代营销理论的哲学基础已然危机四伏。由此可见，追随基于科学主义的

现代营销理论以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最优道路。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首先评析了我国营销学界四十余年持续的现代营销理论本土化的三

种方向，并基于现代营销学科发展史对其各阶段哲学基础进行审视，探讨了构建中国营销学自

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与可行路径。研究厘清了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祛魅科

学主义对于理论建构的牵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固有的有机整体论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

出发透视原子论世界观主导的科学主义是诱发理论危机的根源，并为提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对现代营销理论从世界观、理论观和方法论上超越的可能即是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合法性的可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固有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的观照下阐述中国营销学自主知

识体系道术一体的分层式理论观，其中道即现代营销理论求而不得的一般性营销理论，而术理

论为吸收现代营销理论成果留下进路。

 二、  现代营销理论本土化、中国营销学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探索：文献综述

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学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最初以研究销售管理、广告和分销渠道

为主（Bartels，1976）。随着科学管理理论的兴起，研究者们开始从理论的角度系统地探讨市场

营销问题，进而形成了市场营销学这一独立学科。市场营销学在国内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20世纪30年代作为某些大学教材引入翻译版本教材，但是并未设置市场营销学专业，未形

成学术体系；二是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之相伴的市场营销学开始恢复与重

建（金永生，2003；齐永钦和王续琨，2016），随着部分大学相继开设营销学课程、设置市场营销

学专业以及学术共同体中国高等院校市场研究会的成立，历经近40年的发展，市场营销学在国

内日渐成熟，学术理论和研究范式逐渐与国际接轨（汤正如和董大海，2008；王方华，2008；蒋青

云等，2021）。不容忽视的是，本土的营销思想力量也在不断修正西方营销学日益凸显的“水土

不服”，中国本土的营销学理论和实践逐步显露新生：随着市场形势呈现出新机遇和新变革，营

销学开始朝本土化转向（宋皓杰和郭国庆，2021），学者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实践、

中国营销学研究范式等进行营销学本土化的积极尝试（柳思维和尹元元，2007；张闯等，2013；
姚作为等，2019）。

截至目前，市场营销学在中国历经了如下发展阶段，即从早期对于西方产生的现代营销学

的翻译、照搬与学习进行营销理论本土化，到基于中国数据、中国情景以及中国理论进行探讨

的中国营销学理论，再到当下响应国家宏观层面构建“三大体系”号召（谢伏瞻，2019）所进行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在复杂变化的商业实践和营销理论交错之中不断探索、改善、创新，

以至找到契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营销学研究，离不开对现代营销学体系的反思。一是

反思西方营销学。例如，学理上，从实践的角度谈“营销学界的迷失”（Reibstein等，2009）以及从

理论发展的角度回顾“营销学概念性文章的衰落与知识原创力的衰竭”（Yadav，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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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nnis，2011）；社会价值上，由生态反制引发关于与消费主义并行的现代西方市场营销理论

的反思（Abela，2006；Braga和Martins，2020）。更进一步，哲学上，从世界观、方法论、研究范式以

及具体研究方法反思西方营销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普适性与客观性（邸承奎，1998；王
冰和徐慧，2006；贾利军和徐韵，2012；姚作为等，2019；梁佳和丁涛，2020）。二是反思现代营销

学本土化以及中国营销学理论体系。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现代营销学本土化时期就进

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探索。如郭国庆（1998）对于传统文化中华夏先贤的市场营销观念的考察。

但是，主流的营销学本土化其实是一种从现实困境中抽身的本土化状态，其难以摆脱西方依赖

而获得真正的俯视视野，仍置于西方营销理论之下对其进行修补（张闯，2013）。关于中国营销

学理论的研究，更多的学者是从研究问题的来源、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张闯等，2013）以
及研究范式（姚作为等，2019）等方面探讨学理，强调要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营销思想史中汲

取营养，阐述传统文化与中国营销学体系的关系（周南和曾宪聚，2012；梁佳和丁涛，2020）；张
闯等（2013）研究发现，中国情景中营销理论建构往往与这种思想相悖，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强调，本土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营销理论中丢失。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新一代社会科学学者因

接受西化教育而缺乏文化自主性，丧失批判能力而视西方学问为唯一典范，从而导致在研究方

法、学问体系、问题意识上全面模仿西方”（瞿宛文，2018）。在国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背景下（谢伏瞻，2019），营销学界分别在中国数据、中国情景以及中国理论方面进行发

力，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数据、中国情景部分，而中国理论的开发较为欠缺（陈宇新

等，2018；蒋青云，2021）。
如何进行中国营销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营销学界尚未有相关论述。但是宏观上而言，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均是源自基于工业化的思想生产而创立以现代性为主要特

质的西方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从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文化中获得制度化的合法

地位。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解释中国现实的局限越来越凸显（蒲国良，2020）。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提出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应运而生的，当下不同学科涌现出对各自学

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的热潮。人文社科领域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一是基于中国现实和文

化归位的理论创新。如管理学领域，余菁（2023）认为欲突破中国管理理论创新难的困局，需要

转向以“中道”为主且兼具“西用”特质的发展方向；国家安全学则应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经验，

以及观照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理性和整体性叙事来进行自主知识构建（肖晞，2022）。但究其

本质，将中国实践置于本土知识体系的审视之下，至多不过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
仍未能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也未赋予其真正的主体性（黄典林和安柯宣，2023）。二
是基于范式革命的自主知识构建。强调不应止步于将西方的理论视角进行表层的本土化应用。

相反，是从理论根基到概念内涵，从研究方法到最终结论，均源自本土文化土壤的完整学术话

语体系（陆杰华和谷俞辰，2023）。如冯仕政（2022）认为社会学领域的知识自主性构建，其核心

在于突破现有知识生产中的国际分工与层级化，进而解构由其衍生的知识霸权，但这仍局囿基

于西方知识体系建立镜像的过程。自然科学领域相较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具有更强的客观性与

普适性，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侧重于对于科研范式变革以及对于科学本身的哲学思考。王天

恩（2023）认为，信息文明时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应注重信息工具带来整合分科知识体系的机遇，

看到当代自主知识体系创构的学科一体化性质。其是反思分科体系催生出的“工具理性”繁荣

的现象，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生存的价值基础，从而无形中削弱了对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探索

与追求，成为创新意识流失的温床（王德伟，2020）。
总的来说，我国营销学虽未如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早在新文化运

动时期就历经了知识体系上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杨国荣等，2023），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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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营销理论体系的发展历史可知，其知识体系的内核仍然是以西方学问为唯一典范的，在

世界观、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问题意识上全面模仿西方。虽然伴随着学界从其传入伊始便对

进行本土化、中国化改造的探索，但是四十余年来并未为沉淀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同

时，当今“充分世界化”的世界经济与管理知识体系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具有浓烈的“殖民主义

色彩”（Hamann等，2020；Banerjee，2022；Bothello等，2019），反而使得“中国故事”的解读可能受

到西方意识形态牵引，中国市场营销实践在国际学术社区中面临“被标签化”的问题，从而丧失

话语权（魏江等，2022）。另一方面，基于已知文献和我国营销学发展历程，我国学界已经探索出

三种营销理论类型“世界的营销理论”“中国营销理论”“营销的中国理论”（张闯等，2013），进一

步而言，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于三条理论开发的路径，即通过将西方学界主导开发的“世界的营

销理论”通过翻译、复制以及验证进行理论本土化、基于中国元素拓展出“中国营销理论”，以及

通过比对“世界的营销理论”的知识体系的开发路径构建“营销的中国理论”。
有别于已有文献和已有理论构建路径，本文尝试从理论的原点哲学基础出发，对于源自西

方并由西方学界主导的现代营销学理论体系进行哲学审视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营销

学知识体系进行“道（哲学基础）”与“术（理论）”的厘清析出能够为我所用的有益之处，在中国

传统哲学基础观照下论述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所涉及的世界观、理论观与方法论。

 三、  基于学科史的现代营销理论哲学反思

孙圣民（2023）在探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时提出最重要和紧迫的工作是正确理解并

反思西方经济学以及在理论多元主义下实现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借鉴、综合和超越，他认为对于

西方经济学反思和解构的最直接途径是关注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视角。经济学作为对营销学

影响较大的学科，本文认为这种经济学的途径对于反思现代营销理论同样值得借鉴参考，但是

学科史的方法虽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回归理论起始点的机会，但是如前所述，在学科的理论大

厦前研究者的着眼点应该关注真正牵引理论发展的哲学基础。故在孙圣民（2023）学科史的方

法上，本文引入哲学分析的内容，通过梳理现代营销理论的发展历程，分析营销理论发展的百

年历史中多次演化转向的哲学基础。

（一）营销理论在科学主义中逐渐走向与实践脱节和意义迷失

孙圣民（2023）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进过程是实践传统逐渐丧失而伴随着对自然科学模仿

而逐渐科学化的过程，不仅经济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科学化的倾向，即以

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方法论作为各自学科的标杆，以寻求研究结论的确定性（王建华，2023）。作
为从经济管理等一级学科细化而来的营销学，在学科发展中自然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科学化

的倾向。虽然营销实践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人类市场活动，现代意义上的营销学却出现较

晚，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从经济与管理学科中细化而来，早期的营销理论关注市场中交易和交

换，如Weld（1921）和 Shaw（1912），专注于营销渠道的功能性，以及它们如何为消费者创造时

间、地点和所有权效用，是一门与实践紧密相连的学问，与早期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一样，早

期的营销学因直接从经验事实中提取规律，体现出经验主义特点。进入50年代，科学管理理念

影响了营销理论的发展，促使其采用更加科学和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市场行为，Kotler等人推

动了营销理论的科学化和定量化研究方法，营销理论科学化在这一时期初见端倪并在后来的

发展中逐渐取得统治地位，逐渐形成采集消费者数据验证理论模型的理论驱动型研究，逻辑实

证主义的特征明显。

然而，随着营销学对科学化的不断追求，学者们发现现代营销理论一度在学理上先后陷入

“思想性不足与原创性枯竭”并逐渐与实践脱节走向“意义迷失”（Yadav，2010；MacInni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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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bstein等，2009）。他们认为，过度依赖定量化和模型化的理论驱动型研究会导致营销理论与

实际营销活动之间的脱节，进而屏蔽现象驱动型研究的可能（俞满娇，2013）。在追求理论的精

确性和普适性的过程中，营销学可能会忽视那些难以量化但对营销实践至关重要的人文因素

和社会情境。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营销理论开始反思科学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学者

们指出，营销理论应当重新关注实践意义，重视营销活动中的创新、直觉和战略判断，这些往往

是科学化方法难以捕捉的。同时，营销理论应当更加关注消费者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

营销策略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适应性。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营销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研

究方向和方法论。例如，批判性营销研究强调对营销实践中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道德问题

进行深入分析。关系营销理论则重新强调了建立和维护客户关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营销成功

的关键。

从营销理论的发展史可以清晰总结出一条“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后现代主

义”等哲学思潮对于营销理论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经验主义时期（20世纪初）的营销理论主

要关注市场交易和渠道功能，从实践经验中归纳规律；实证主义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推动

了营销理论的科学化转向，强调定量研究和模型验证；人文主义阶段（20世纪70—90年代）开始

重视消费者主体性和文化因素，引入质性研究方法；而后现代主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则

进一步强调消费现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提倡多元方法论。在营销学界甚至有长达几十年关于

“营销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的争论（Brown，2001），“艺术和科学”争论的实质仍然是“科学主

义”或更具体的“逻辑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垒在营销理论中的体现。

但是科学与人文自始至终就不是对立关系，这种对垒和冲突的根源在于科学主义指导下的人

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希冀像自然科学那样尝试通过聚焦研究对象、缩小研究范围和研究范

畴，实现本学科内部的理论性、科学化的目标。例如，营销理论在实证主义阶段试图通过建立精

确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和市场预测模型来实现科学化，但这种努力往往忽视了消费现象中难以

量化的人文因素。但是现实却与这种希冀相悖，人文与社会科学力图解释的对象和范畴远比想

象中复杂多元，尤其是人自身的因素往往诡谲多变，这也是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根

源。人文主义通过引入消费者体验研究、消费文化理论等新视角，试图弥补科学主义的局限；后

现代主义则更进一步，通过解构传统营销理论范式，强调消费现象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但是，

人文主义本身并非对于科学主义的彻底反省，甚至并未对科学本身进行分析和对话，只是在科

学尚且无力解释的人文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不仅营销理论，乃至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都不得不直面长期以来科学

主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牵引作用所带来的理论困局。虽然自20世纪以来，人文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都尝试走出这种思想困境，但是人文主义选择回避科学的锋芒另辟蹊径，而后现代主

义虽号称“科学的反动”（谢彦君，2024）但是其倡导的“解构”“语言中心转向”等思路仍然无法

给出类似科学那般客观、普适而精约的理论，两者均未触及科学主义之根本而逐渐处于下风。

故而，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哲学基础上结合20世纪已降人文主

义哲学思潮所沉淀的历史经验，直面科学主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牵引困境，在其关注的理论

客观性、普适性和精确性上给予中国答案。

（二）营销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困境

上述营销理论研究的思想困境反映在学术研究上正好对应了当下的方法论困境的图景，

即坚持科学主义的定量研究不断量产但与实践关联较小的“自娱自乐”（苏敬勤等，2023；魏江，

2024），以及依靠研究者为研究工具的质性研究难以回答客观性的“中立悖论”（王明珂，2023）。
现代营销理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一样在科学主义的规制下，在方法论上追求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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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验证性，故实证主义方法论占据了营销学科科学化之后的主导地位（Hirschman，1986），从
理论结果来看，这种方法论上的追求确实增强了营销学科的科学性。然而，这种方法论的普及

也带来了不少困境，对营销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方法论强调通过观察和实

验来验证假设，倾向于使用量化方法来研究可观测的现象，这种方法在提升理论的严谨性和系

统性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但是营销作为一个涉及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的领域，其复杂性和多

变性往往超出了简单量化和实证检验的范畴，但是其方法往往忽略了营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

结构和意义（Alvesson和Sköldberg，2009）。营销活动不仅仅是表面的购买行为，更涉及消费者

的情感、文化认同和社会价值观。这些因素是难以通过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完全捕捉的。例

如，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可能受到其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难以通过简单的数据收

集和分析来全面理解的。其次，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于追求普适性的规律，这在营销理论中往

往导致了对特定文化和地域差异的忽视（Norgaard，1989）。营销策略和活动的有效性常常依赖

于其应用的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一个在某一文化中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

完全失效。因此，过分依赖普适性规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可能导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

（Brown，2008）。另一方面，实证主义的研究往往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现象，忽略了长期和深层

次的影响。在营销领域，一些策略可能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可能对品牌形象和消费者信任

产生负面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方法的这种局限性使得营销理论难以全面评估和指导实际的营

销策略。此外，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高度依赖数据和统计分析可能导致“数据驱动”的误区

（Frické，2015；Baldwin-Philippi，2017）。在这种情况下，营销决策过程可能过于依赖数据显示的

趋势和模式，而忽略了未被数据覆盖的创新机会和潜在风险。这种对数据的过度依赖和盲目信

任可能抑制营销创新并增加战略失误的风险。

总的来说，虽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为营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工具和框架，但其在应对

营销领域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局限。为了弥补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失，西方

学界兴起了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浪潮（Heshusius和Ballard，1996；Alvesson和
Sköldberg，2009）。这种依赖研究人员自身观察、经验而形成的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论在

现代营销理论中提供了对消费者行为及其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深入理解。但是，建构主义方法论

对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挑战和弥补却是有限的（Panhwar等，2017），甚至在验证性、理论一致

性、研究方法、市场趋势分析和商业应用的实用性方面引起质疑。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论

认为知识和现实是通过社会互动构建的，这种观点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在营

销研究领域，这种方法与科学研究的传统要求——客观性和可重复性——不完全一致，可能限

制了研究结果在不同文化和环境中的普适性和可转移性。此外，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论的

重视个体经验可能导致理论的碎片化。这种方法强调个性化和局部性，可能使得营销理论难以

形成统一的和广泛适用的规律，20世纪管理学界出现的“管理理论丛林”（Koontz，1961，1980；
贾利军，2018）的讨论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理论陷入碎片化的最好例证。在研究方法上，解释主

义和建构主义倾向于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虽然这些方法能提供丰富的

数据和深入的洞察，但也面临时间、成本和复杂性的挑战，可能导致营销决策的延迟。在市场趋

势分析方面，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可能过度强调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和经验，而忽视宏观经

济因素和广泛的市场趋势。这可能导致营销策略与市场实际需求和竞争态势脱节。在商业应用

的实用性方面，企业在实施基于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营销策略时，可能难以向利益相关者展

示其直接的经济效益，由于缺乏可以量化的结果，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往往难以被广泛接受和

实施。

归根到底，现代营销理论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本质上仍然是其学科哲学导向上的困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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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义在学科哲学上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实证研究被广泛运用，而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哲学

在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投射科研看作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的一次突破科学主义的

一次尝试。显然，这种尝试无法从根本上弥合科学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于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割裂的现状。因此，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哲学基础上进行反思还应效仿哲学

基础对于研究方法论的指导，重塑基于哲学基础之上的方法论。

（三）现代营销理论哲学基础与方法论困境的根源

从以上关于现代营销理论哲学基础与方法论困境的论述可以推论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

于科学主义在理论构建和学科发展的牵引，虽然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已经意识到科学

实证主义并非真理阐释的唯一路径，但是其无法给出能凝聚普遍共识的方法论以及理论中立

价值的研究结果，难以被广泛接受，也无法视作走出理论困境的哲学基础，因为人文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哲学观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难以构成追求理论普适性的追求，故而其仅是对于科学

主义反思的哲学观点，在理论追求普适性、客观性以及精约性的基本要求下，人文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基础哲学难以与这种基本要求进行对话，甚至一度被认为具有消极影响（于伟，2005）。
但是对于这种反思却并不彻底。

当前，科学主义主导的现代营销理论的哲学基础无疑是原子论世界观与还原论方法论。在

以上两者的规制下，现代营销理论难逃将复杂事物拆解、对高维事物降维的桎梏，其将复杂整

体的要素关系理解为原子式机械关系，从根本上取消了事物的复杂性（贾利军等，2021）。后现

代主义哲学思潮为反思原子论世界观和还原论方法论打开了窗口，倡导对科学主义的五大法

则——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和定量分析进行批判与扬弃，终结实证方法霸权，提出

还原论与整体论相融共生的微妙变体（孟建伟，1997），但仍未超越原子论的本质内核，难以与

真正的整体论兼容，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也开始做出调整，走向“有机的整体论”（王建红，

2014），但是并未诞生与之配套的方法论，故这种哲学反思并不彻底。与之紧密相关的方法论

上，受制于还原论方法论，现代营销理论对量化研究工具的过度依赖以及其愈发体现出在复

杂、非线性世界难以适从的困境（贾利军和徐韵，2012）：更本质地，科学主义一方面过度强调

“科学”的中心化和绝对性（殷华成，2013），另一方面“科学”在与宗教神学若即若离的纠缠和矛

盾中更显迷惑和被动（黄汉军，2012），同时又与现实人文、社会正义相为疏离（苏兰君和戴梦，

2022），难以适应消费者觉醒和生态危机的势态（贾利军，2022）。更悲哀的是，人文与社会科学

一度通过将研究范式不断改造为量化范式，以期更加贴近能够“代表”科学的自然科学，但是，

在科学的“非科学”性不断暴露之下，尤其体现为学界熟知的“可重复性危机”（Baker，2016；
Boylan，2016）——许多发表在高影响力期刊上的研究成果难以被其他研究者重复，揭示出科

学研究中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设计的缺陷、数据分析的不当、研究结果的过度解读以及出版偏见

（只倾向于发表正面或显著的结果）的种种问题（贾利军等，2021）。

 四、  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与现实土壤

毫无疑问，在科学主义哲学基础牵引下的现代营销理论体系，同样存在科学理论所希冀的

普适性、客观性与精约性的部分，而相较于西方学界早期因开发一般营销理论的先驱者身份，

中国学界无疑是后发者与跟随者。对待这些一般营销理论的态度与方法，构成了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我国营销理论发展的历程。从当前的结果来看，我国的营销理论的发展的主流无疑是将

源自西方学界的营销理论视为一门只有一般性而无民族性的“科学”，从而将自身的理论的研

究当作对于一般理论的引入、验证以对于中国现实进行解释，主流的研究是利用中国元素对于

一般理论进行校验和修补。显然，以上路径和理论开发历程，并非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可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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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其仍然是一种普适主义理论观，对于现代营销理论科学化的信任。诚如上文所述，现代营销

理论虽然尝试向科学更进一步，但却因“理论丛林”和“脱离实际”而逐渐迷失。同时，其试图无

限靠近的科学自身也因可复制性危机深陷理论合法性泥潭。面对现代营销学的理论大厦应清

晰认知到其哲学基础上原子论世界观和还原论方法论才是困境和危机的根源，故构建中国营

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在哲学基础上进行重构，从跳出现代营销理论所基于的原子论世界

观、还原论方法论的路径上去寻找新的路径。

（一）从哲学基础上看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可能

孙圣民（2023）认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在于局部性知识与有限普适性，他认

为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仅具备有限普适性，为中国开发基于本土的自主经济

学知识体系留足了空间。但是这种说法，更像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基础之

间的一种妥协，即认为科学主义规制下的理论开发可以在局部取得有限普适性，而人文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又将这种理论开发的可能推广到不同情景与不同局部的范围上去。显然这种观点，

并未直面科学和科学主义本身陷入的“可复制性危机”的泥潭。目前看起来，西方学界以基于原

子论世界观和还原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尝试探索一般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路径似乎宣告失

败了，那么真的宣判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吗？答案是否定的，这种失败宣

布的仅是这种哲学基础与路径的失败，而不是不存在一般性的社会理论。

局部性知识与有限普适性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科学主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开

发的正义性，其理论在其他情景与局部的不普适，并不是为中国开发自主知识体系留下的空

间。如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仅将目光锁定于此，即便对应开发出属于中国的局部性知识，本质

上并非自主知识仍然是科学主义牵引下所形成理论的附庸。所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开发应

该有更大的抱负与担当。虽然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所畅想的一般理论大厦

业已落空，但不代表此路不通，这恰恰为中国探索更加普适、客观和精约的一般性理论留足了

空间。我们应该意识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沿着现代营销理论的路径打造一套镜像理论，

即不改变哲学基础仅在中国情景或中国元素上下功夫，而应该沿着中国自身哲学基础探究更

加广阔理论空间，这才是中国营销学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可能的原因。

（二）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有机整体论世界观

当前科学主义的危机是多重的，并不仅仅存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首先，在科学取得

“无限接近真理”地位的自然科学领域，浅层危机的表现是“可重复性”和“可复制性”的危机。其

次，人工智能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众多依赖人脑活动的科研领域出现“替代”危机。

例如，Alpha Fold 2在大分子蛋白解析方面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在第十四届CASP（蛋白质结构

预测技术的关键评估）上其预测蛋白质结构的能力远超其他团队的方案（Jumper等，2021）。最
后，传统科研手段在面对量子力学、暗物质理论、测不准原理、不完全定律等后现代科学的无力

感，这体现为根源上的危机。后现代哲学正是在反思与批判这些现象中形成的。它虽然已揭示

危机的根源，即作为科学的哲学基础的原子论世界观和还原论方法论问题，但未能提出行之有

效的进路，仅在一个概念模糊的“整体论世界观”和无从谈起的方法论之上，尝试所谓质性研

究。整体论指出，一个系统的整体性质并非其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因此，单纯通过累加对局部

的了解并不能达到对整个系统的认知。为了真正理解一个系统，必须从宏观的角度考量。在整

体论与原子论之间，存在一种称为结构整体论或系统整体论的中间立场。这种观点认为，所有

事物都具备内在的结构或系统特征，通过构建模型来模拟这些结构或系统，可以增进我们的认

知和理解。然而，任何系统都是更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子系统构成了母系统的基本元素，

因此，系统整体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原子论的延伸。为了区分结构整体论与系统整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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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有时被特别指称为有机整体论。

中国文明自始便确立了以“道”为核心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这一观点涵盖了科学主义世

界观中的原子论与整体论，并有效地弥补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体系中，

“道”这一概念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终极目标。这是因为“道”
与万物存在着独特的联系。经典文本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明了世界的运

作顺应着一个名为“道”的客观存在。在这一体系中，“道”不仅指挥着所有客观事物，还掌握着

所有客观规律的演变，所有事物的发展及其背后的客观规律均源自“道”。
“道生一”描述的是“道”作为宇宙最初的原理，衍生出宇宙万物的初始状态。“一”代表中国

传统文化中未发生阴阳分化的原始宇宙状态，即一种涵盖万物的混沌初形。在这一阶段，适宜

采用原子论的视角进行科学研究。通过抽样方法，可以基于样本与总体的一致性，得到对宇宙

本质的认识。“一生二”揭示了万物从单一状态向阴阳两极分化的过程。阴阳不仅构成万事万物

的发展基础，也是其动力源泉。接着，“两仪生四象”进一步展示了在“二”的基础上，万物从原始

混沌状态中演化出基本的动力结构，按照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的趋势发展。当变迁至“一生二”
时，世界开始从混沌走向有序，形成了基本的系统框架。在此阶段，应用系统整体论的方法，通

过建模可以展示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如同古语所言：“变通莫大乎四时。”进而，“二生三”强
调了阴阳的交融。阴阳的结合引发了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发展，导致了“三生万物”的现象。在中

国文化中，“三”象征着阴阳的结合，正如生命体中的DNA结构（Gupta，2022）。阴阳结合后，事物

进入了更为复杂的演变阶段。在这个阶段，单纯的抽样或建模方法已不足以解释现象。“三”对
应于西方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论阶段。由于局部是从整体中发生的，且“万物皆含于万物”，因此，

只有从整体的视角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

从上述可以发现，原子论世界观下的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且成果丰硕，根源在于

其匹配了正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并使用了正确的研究方法，即使用抽样法研究样本与整

体同质的对象；使用建模法演示系统内部事物的变化。但是用它来应对处于复杂演变的人类社

会则是南辕北辙的。故有机整体论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最应该匹配的世界观。构建中国营销学自

主知识体系同样应该匹配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在这一前提下讨论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细节问题，

至于现有的现代营销理论则应在这一世界观的统摄下进行有益知识的补充。

（三）有机整体论观照下的多层次理论观：分层知识体系的实现路径

原子论世界观认为宇宙是由一个个基本单元组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个个单元认知

清楚，再将认知单元组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对世界的完整认知。基于这种认知，其理论观认为理

论应当兼具普适性、客观性与精约性。这种理论观乍看之下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其却忽略了理

论的层次性。虽然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冲击下，目前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再追求自然科学要求下

的一般性规律，而是讲究局部性和有限普适性，但仍然未触及理论观的根本。

相较于原子论世界观下的平面式理论，中国理论是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整合理论。中国

人认可的“理论”，即称得上“一家之言”的规律性认知，必须是经“学究天人、贯通古今”而达到

的认知境界。并不是所有人类的规律性认知都能达到天人、古今的时空尺度，这也不是真实的

客观规律世界的构成法则。从经世济民的角度，中国人巧妙地将不同类型的规律性认知分为两

个层次，即道与术。道是客观世界背后的规律性认知；术是根据道、依据具体的时空条件形成的

解决方案型的规律性认知，亦称为术数。西方分科视角下的理论遵循术数层面的规律性认知，

如今强调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协同、新文科建设正是人们发现术数在后现代社会、复

杂性问题面前充分暴露了短板。天地宇宙之象无穷无尽、变化莫测，人类社会之器你来我往、数

不胜数。如果从“象”和“器”的角度认识世界，则会陷入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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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涯随无涯，殆矣！”的尴尬境地。为此，中国古人的终极兴趣在于“道”之规律性认识，亦即易经

“三易”之意旨。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关注变化背后不变之道的萃取，这是中国“理论”的精华，也值得当代

的我们继续汲取。因为把握了共通的本质规律，具体问题的解决就可以根据具体环境参数赋值

具体应用。曾有儒者“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在分科之学下简直荒谬，良相是政治学的领

域，良医是医学的专长，但中国历史上的大儒同为医者的例子随处可见，这就是共同规律的知

识应用。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分层知识观的体现，正如“治大国如烹小鲜”，追求的是不变之道和

具体运用。当然，分层知识体系也有其缺点。由于高度抽象，习“道”是难以模仿、普及、大规模传

播的，讲究因人而异的“悟道”，修成正果之人凤毛麟角。基于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学科教育可

以让所有人在不同科目里都能有所小成，循序渐进，而强调天赋、师承和家学的东方之道，常常

止于一与零、有与无的巨大差距。

综上所述，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分层的知识体系，道与术自上而下一以贯之。

分科之学则是一种平面的知识体系。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分层之学的整合理论更倾向于基于

道的认知，分科之学的拆解理论则是基于术数的认知。由于理论观不同，自然产生了歧义乃至

误解。正如西方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言：“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

视同一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但世界是具有统一性的整体，如果想得到世界的真知灼

见，我们就必须联合起来，缩小认知盲区。所以从西方分科之学的角度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管理

学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更高的认知层面和人类管理实践的角度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管理学，就是

一种“知见障”，是井蛙不可语天（贾利军，2023）。故而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摒弃

传统平面式的知识体系，以基于有机整体论之上的分层知识体系一以贯之重塑营销学自主知

识体系，探究理论在不同层次上的分别。

（四）当代中国企业丰富的营销实践：理论构建的现实土壤

彼得•德鲁克所说：“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传统文化

也讲究：学而时习（实践）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市场容量的快速提升，中国

企业从最初依赖西方营销理论指导实践，到逐步摸索出适应本土市场的营销模式，形成了丰富

的营销经验与创新实践，为中国营销自主知识体系的孕育，提供了丰富而又现实的土壤。从数

字经济蓬勃发展而演化的直播带货、私域流量等营销形态，到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的国潮营

销、文化IP营销，再到新消费时代的社群营销、圈层营销等，都体现出中国营销实践的创新活力

与特色。这些实践创新不仅推动了营销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也为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

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

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近些年，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营销理论范式迥异的特

征。首先，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往往体现出整体性思维，而非单一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以零售为

例，河南三线城市的胖东来超市现象级的爆红，源于其是从消费者体验出发，将技术创新、供应

链优化、服务升级等多维度统筹考虑，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其次，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

展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质。如茅台、华为等企业的品牌营销深度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全球

化进程中保持了独特的文化认同。再次，中国企业的营销创新往往立足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

局。例如，白象、京东等企业的营销实践，既满足了消费升级需求，又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体现

了营销与社会发展的协同。

这些丰富的营销实践恰恰印证了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方

面，这些实践难以用西方营销理论框架完全解释，需要基于中国情境发展本土化理论；另一方

面，这些实践本身蕴含着有待提炼的理论智慧，为构建立足中国文化、回应中国实践的营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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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素材。特别是，中国企业营销实践中展现的整体性思维、文化自觉与

社会责任，与本文提出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和道术结合的分层理论观具有内在契合性。随着中

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营销实践必将衍生出更多理论创新的机遇，这为构建中国营销

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实支撑。

事实上，如前所述，在科学主义规制下的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本质是方法论层面无法

真正契合复杂实践的困境。而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恰恰为打破这一困境提供了启示。这些实

践既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运用，也不是对传统营销方式的机械延续，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对营

销规律的创造性探索。透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营销理论融合的可能

性，也为构建立足中国实践、面向全球的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

 五、  结　语

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实现中国营销学真正进步和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

从过往视角的偏执与惯性中抽身出来，以“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洞察“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思，

由此拥有开放、包容与平和对话的心胸，以便在复杂变化的现实面前施展眼明心亮的能力，从

各执己见走向共融共生。如此方能进一步在中国营销学学术共同体内增进共识，凝聚力量，更

加广泛地提高文化自觉性和学术自主性。从这个现实意义上说，提出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

体系正当其时。

西方营销学已然步入科学主义沉疴在身、另辟蹊径又后劲不足的发展困局。漂浮于表面现

象，沉湎于精巧技术，缺失思想底蕴和实践关怀，已成为困局下论文流水线中的常态。在科学主

义不断浸润营销学的过程中，一面是科学主义定量研究与真实实践的日益割裂，另一面则是作

为“修正科学主义”的质性研究难以弥合其与所谓科学“中立”属性的裂隙，以致研究者只能对

客观性、普适性、精约性的理论目标望洋兴叹。洞察本质规律，关怀现实问题，正是西方营销理

论和实践发出的转向吁请。西方营销学在揭示本质规律和直面现实问题上难以真正契合中国

国情，在“水土不服”日益深重的情形之下，牵强嫁接并不可取。这彰显了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营销实践需要根植于中国文化、契合中国国情、真正体现营销规律和解决现实问题的

理论指导。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摒弃传统平面式的知识体系，以基于有机整体论

之上的分层知识体系一以贯之充实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究理论在不同层次上的分别。如此

便可以调和营销学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回归理论与实践水乳交融、有机一体的状态。在把握其

哲学基础和理论原点的独立性、自主性的转向中，营销学需要重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

国现实实践的重要资源，在营销理论和实践中，回归中国文化和现实本位，而不是仅仅把中国

文化和现实实践看作证实或证伪理论的特色元素。营销学应不再是西方语境之下的“局限性知

识”“有限普适性”的地方特色作答，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的生动传承和对中国现实

实践的亲切回应。

要求营销学摆脱过往理论的桎梏，切实解决中国营销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需要将营销学重

新还原到中国语境，将有机整体论与有机整体论观照下的多层次理论观融会其中。重要的是基

于相关思想和哲学史上的分化点，从哲学上予以反思，重塑基于哲学的方法论，并将哲学作为

研究方法论的指导，进行理论重构，从而跳出现代营销理论所遵循的原子论世界观、还原论方

法论的路径，寻找新的突破路径：扎根于中国自身哲学基础，探究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由此实

现对复杂性演变的人类社会及其营销实践的优化匹配，同时灵活而广泛地洞察具体问题，针对

具体环境参数赋值实现具体解决方案的应用。这实质上与西方营销学的知识体系和应用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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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而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匹配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则可看作对现有的现

代营销理论的有益知识补充。

展望未来，构建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做的不仅是阐明中西差异，更要从“道”的层面

探索中西交汇的可能性，彰显其一般性理论品格（王亚华和王睿，2023）。具体而言，首先，需要

深入探讨有机整体论世界观下的方法论体系，特别是如何将“道术结合”的分层理论观转化为

具体的研究范式，在保持理论统摄性的同时实现方法的可操作性。其次，要系统总结中国本土

营销实践中的创新经验，尤其是数字经济时代涌现的新型营销模式所蕴含的规律性认识，并将

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再次，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互鉴，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营

销理论的契合点，在更高层面实现知识体系的融通。最后，要探索建立一套既能体现中国特色、

又能回应时代需求的营销学理论框架，使其真正成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思想基础。这些工

作的推进，将有助于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逐步完善，最终实现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

信”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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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marketing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final
analysis, needs to grasp the origin of theory construction, that is, to maintain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ot cause of modern marketing,
which has been pulled by scientism to be out of touch with practice and has been heading towards
theoretical fragmentation and loss of meaning under the trend of postmodernism, i.e., the overall cri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under the atomistic worldview.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at this crisis
provides possibilities and legitimac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arket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organic holistic worldview advoca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roposes a hierarchical theoretical view of Taoism and art on this basis, in which the
existence of Tao responds to the trend of no longer pursuing general theories with limited universality in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and the existence of art leaves enough 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marketing knowledge system to absorb theoretical deposi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marketing knowledge system should get rid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cientism in the origin of marketing theory, return to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respond to the great change that has not occurred in a hundred years
with greater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modern marketing theory;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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